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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定采掘人资格是古物采掘法制化管理的基础，“采掘古
物应由中央或地方政府直辖之学术机关为之”是我国古物立
法史上对采掘人资格的首次规定，该条款的立法渊源可追溯
至“发掘古物为国立学术机关之独有权”原则的确立过程。

作为我国近代古物立法的最高成就，《古物保存法》在古
物保护和法制化管理上的多项突破均成型于其草案时期。从
严智怡提案“限制发掘古物以保文化而维国权”到《古物保存
法》颁布，《古物保存法》在其立法过程中先后形成了四个草
案，即《采掘古物暂行条例草案》《古物保存条例草案》《发掘及
保管古物办法》和《古物保存法草案》。《古物保存法》的立法初
衷是保障涉外采掘中的古物主权，但在立法过程中，其成果远
超预期，构建起了包括涉外采掘在内的我国考古工作管理的
最初秩序，并借此实现了我国古物保护和法制化管理的多项
突破，“发掘古物为国立学术机关之独有权”原则即确立于该
立法过程。

“发掘古物为国立学术机关之独有权”的提出

19世纪，列强接连不断盗掘盗运古物出境的恶劣行径使
国民开始反思古物与国家民族的关系，古物逐渐成为国家主
权和民族的象征。与救亡图存的时代主题一致，维护古物主权
也成为整个近代古物管理的主线任务。1921年，安特生在我国
河南省渑池县仰韶村遗址的发掘被视为现代考古学在我国诞
生的标志。由于缺乏统一的考古工作管理办法，以及以往颁布
的古物管理办法中针对古物出境只有禁令而无具体实施细
节，古物主权难以在涉外发掘中获得保障，亟须通过立法解决
相关事项。1927年4月18日，南京国民政府成立。1928年12月
底，河北省教育厅厅长严智怡在省政府第五十一次委员会上
发表了“限制发掘古物以保文化而维国权”的提案，并获得委
员会通过。严智怡认为，自国门打开，外国人不遗余力盗掘盗
运我国古物，致使众多古物流失海外。“然一国之领土主权所
及，不限于地表，上至太空，下及地层，均为国家管领，所有外
人任意掘取古物，必应为吾国法律所严禁”，因此严智怡希望

省政府能通令全省，“无论中外人民，非得省政府许可，不得任
意发掘古物”，并“转呈国府拟定法律明令限制，以保护文化而
维国权”。1929年1月8日，河北省政府即通令全省。1月10日，
国民政府议决通过该提案，文官处奉谕交由立法院。4月9日，
立法院法制委员会第十六次常会就“河北教育厅请拟定法律明
令限制发掘古物案”进行讨论，认为此案应予成立，具体如何制
定需院会公决。4月27日，立法院第二十一次会议，将法制委员
会呈报的“审查拟定法律明令限制发掘古物”一案，交付法制
委员会起草。5月7日，立法院法制委员会第十九次常会，将限
制发掘古物法律一案，交付戴修骏、孙镜亚、刘景新起草。

中央研究院和古物保管委员会作为当时政府设置的、最
具权威的古物学术机构，并未参与《采掘古物暂行条例草案》
的制定。时值古物保管委员会与美国天产博物院代表安得思
订立《中亚考查团组织办法》。1929年4月12日，外交部致电古
物保管委员会，“关于采掘古物，本部与教育内政二部正在拟
订暂行条例，所订合同如与中央颁布之条例不符，恐将来发生
困难，希暂缓签字”。4月19日，古物保管委员分别致函行政院
和外交部。在致行政院公函中，古物保管委员会还提出，“本会
保管古物负有专责，中央现既拟定采掘古物暂行条例，似应以
教育部为主体，或交由本会起草，或征询本会意见”。不久，古
物保管委员会收到了翁文灏邮寄的《采掘古物暂行条例草
案》，随即致电教育部，“兹接本会翁委员文灏，邮寄采掘古物
条例草案，经本会同人开会研究，尚有参加意见之处，乞转呈
立法院暂将此草案保留，本会签注意见书，另邮寄呈”，同时致
电中央研究院院长蔡元培，“钧院应有参加意见之必要，请俟
本会意见书寄到后，再由钧院会同参加意见以期周妥”。随后
古物保管委员会将《采掘古物暂行条例草案》（签注）和《采掘
古物意见书》，以及重新拟具的《古物保存条例草案》分别寄送
教育部和中央研究院。5月25日，中央研究院分别致函教育部
和古物保管委员会，并附针对《采掘古物暂行条例草案》的两
条意见。

《采掘古物暂行条例草案》并未就采掘人资格做出限定，
根据第五条、第七条，采掘人和土地所有者均拥有采掘所得古

物的分配权。
第五条，在公私土地上采掘所得之古物，应由当地主管机

关估定价格，分为价值相等之两份，一份归国有，一份归采掘
人所有，以抽签法定之。采掘人如认当地主管机关所估之价有
欠公平，得呈请（）部指派专家三人会同该机关重行估定之。采
掘所得之古物不能分为价值相等之两份时，其不能分之部分，
由当地主管机关以半价收买之。

第七条，在私人土地上采掘所得之古物，应由采掘人以依
本条例第五条及第六条规定所得价值百分之（）给与地主，但
采掘人与地主间订有特约者依其特约。

古物保管委员会就此在《采掘古物暂行条例草案》（签注）
批判到，“草案上对于发掘人或团体在学术上之资格毫无规
定，外国人及团体亦无特别限制。如果实行，则中外之古董商
皆得挟其资力到处发掘，其势力绝非穷困之中国科学家所能
争。不及十年，中国古物且将破坏净尽外，外国私人及团体亦
得振振有词运出重要之古物，否则将受其高价之抑勒，其患有
不可胜言者”。为此在《古物保存条例草案》第三条规定，“发掘
古物为国立学术机关之独有权”，直接取缔了外国人采掘和国
民私人采掘的合法性。同时在《采掘古物意见书》中拟订了外
国人确有必要参与国内考古工作的具体管理办法。

“发掘古物为国立学术机关之独有权”的确立

中央研究院和古物保管委员会相关意见寄送后不久，6月
5日，教育、内政、外交三部召开了联席会议，中央研究院、古物
保管委员会均有代表出席，会议重新议定形成了《发掘及保管
古物办法》。7月17日，行政院将教育部所呈《发掘及保管古物
办法》的意见交由立法院。之后，立法工作陷入了搁置。

《发掘及保管古物办法》推翻了《采掘古物暂行条例草
案》，几乎是对《古物保存条例草案》的直接整合。针对采掘人
资格，《发掘及保管古物办法》第五条规定“发掘古物以中央或
中央所属学术机关为主体”。

自1929年5月始，持续至1930年3月，中央研究院历史语

言研究所与河南省政府在安阳殷墟考古发掘中就采掘权和采
掘所得古物保管分配等事项上爆发的矛盾，再次暴露了无法
可依的尴尬，该事件直接加速了原已搁置的立法进程。1930年
4 月 23 日，立法院法制委员会第六十四次会议，立法工作重
启，将限制发掘古物法律案起草报告案，付原起草委员继续起
草。5月 7日，立法院法制委员会第六十六次会议，《古物保存
法草案》修正通过。5月 24日，立法院第九十二次会议，《古物
保存法》通过。6月2日，国民政府正式颁布了《古物保存法》。

正式公布的《古物保存法》与《古物保存法草案》几乎别无
二致，基本是对《古物保存条例草案》的全然继承。针对采掘人
资格，《古物保存法草案》（《古物保存法》）第八条规定“采掘古
物应由中央或地方政府直辖之学术机关为之”。

“发掘古物为国立学术机关之独有权”的延伸

《古物保存法》颁布后，围绕该法，南京国民政府相继制定
了一系列实施细则。1935年 3月 16日，行政院公布了《采掘古
物规则》，针对采掘人资格，第二条规定“采掘古物，以中央或
省市直辖之学术机关为限”，几乎是对上位法《古物保存法》第
八条的直接复制。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我国相继发布了一系列针对考
古工作具体事项的部门规章或规范性文件，该项原则逐渐被
丰富深化为考古发掘资质准入制度，并获得法律保障。针对采
掘人资质，《古文化遗址及古墓葬之调查发掘暂行办法》（政务
院，1950年）第五条规定，“学术机关或群众团体，必须具备田
野考古之条件”；《古遗址、古墓葬调查发掘暂行管理办法》（文
化部，1964年）第四条规定，“私人或私人组织的团体，不得进
行考古调查、发掘工作”；《考古发掘管理办法》（国家文物局，
1998年）更是设立了考古发掘资格审定专章。《文物保护法》作
为我国文物工作的最高专门法，自1982年颁布，迄今已经过五
次修正和两次修订，均一以贯之地强调了“地下埋藏的文物，
任何单位或者个人都不得私自发掘”的原则。

（作者系吉林大学考古学院博士研究生）

东西二元对立说是中国考古学初期提出的一种文
化起源学说，20世纪 30年代，学者认为仰韶文化与龙山
文化是中华文化的两大源头，两者交流孕育了以殷商为
代表的文明体系。这一观点后来被推翻，但它反映了中
国考古学初期的发展特征，值得当下重思。回顾以往研
究，陈星灿先生曾对东西二元对立说的形成进行过详细
说明，可以看到，该学说产生于学者对文化西来说的质
疑，李济、徐中舒、傅斯年等学者围绕该观点提出的一系
列主张，建构了东西二元对立说的基本格局，梁思永的
探索则使二元体系最终确立。而它的推翻，与安志敏密
切相关。

本文即以梁、安二位学者为中心，立足其学术著作，
借梳理二人观点明晰该学说的确立与推翻，并总结两位
学者研究差异及背后原因。

梁思永通过后冈三叠层的发现与解读，描绘了仰韶
文化与龙山文化的传播路径，为东西二元对立说提供了
切实的考古学证据，使二元体系最终形成。

1931年，梁思永主持发掘安阳高楼庄后冈遗址，在
此地同时发现了具有仰韶、龙山、小屯特征的文化层，并
且发生直接叠压，这对探讨它们的早晚关系有重要价值。
具体来看，仰韶层在下，龙山层在中，小屯层在上，三层所
出遗物各具特点，梁思永据此探讨了以下问题。

第一，后冈发现的三种文化与其他地区同类文化有
何关联？首先，梁思永经过对比，发现后冈仰韶层出土陶
器与仰韶六期文化（指安特生仰韶六期说）在器形、质地、
色彩等方面均有差别，表现出更为原始的特点，且无退化
迹象，于是他认为后冈期应当比仰韶期时代要早。其次，
后冈龙山层与仰韶层除了鼎鬲之外相同器物很少，但却
与仰韶村有很多相似，如龙山的篮纹、方格纹光面黑色与
灰色陶片都在仰韶中出现，这一定程度上说明仰韶文化
与龙山文化发生过密切关系。

第二，仰韶文化与龙山文化各自的传播路径如何？
确定两者确实发生过交流之后，梁思永对这种交流的发
生进行了探讨。在后冈，仰韶与龙山的早晚关系已经很
明确，但是仰韶村的龙山器物却尚未有解释。梁思永先
提出两种假设：一是这里原是仰韶领土，被龙山文化侵
入；二是这里是龙山文化领土，由仰韶文化侵入。后又根
据现有的考古材料总结出仰韶村包含全部的彩陶文化
而只有较少的龙山器物，最终采纳了第一种解释，并进
一步指出仰韶文化是自西向东传播，龙山文化是自东向
西传播，双方接触过程为：仰韶文化自黄河上游向下游
发展到达豫北后冈和渑池仰韶村之后，自黄河下游向上
游发展的龙山文化才侵入豫北，并且是先到后冈，后到
仰韶村。

至此，中国两大史前文化的对立局面、传播路径都得
以明确。

安志敏对东西二元对立说的推翻，可以从几个方面
来看：一是对仰韶、龙山的关系提出了不同看法。1956
年，安志敏参与庙底沟与三里桥遗址发掘，两处遗址均
发现龙山叠压仰韶的现象。在庙底沟遗址中，仰韶层出
土细泥红陶最多，但也发现了少量泥质灰陶、细泥黑陶；
陶器纹饰出现篮纹与线纹交互的现象；器形中出现了
杯、圈足器、器盖等物品，显示出龙山文化的因素。龙山
层则表现出与“河南龙山文化”不同的特点，出土细泥黑
陶极少，陶器质地与火候和仰韶文化相当，说明此地龙
山时期烧窑技术尚比较原始，而器形中的尖底瓶、罐、鼎
也带有明显的仰韶风格。三里桥仰韶层出土彩陶较少，
纹饰与器形相对简单，与豫西相差较大，而和陕西半坡
较为接近，但安志敏并不认为这是一种退化现象，而是
它年代晚于庙底沟仰韶层的体现。龙山层则属于“河南
龙山文化”范畴，该层陶器在质料、制法、纹饰、器形等方
面都与庙底沟龙山层不同，更为进步，故安志敏相信“河
南龙山文化”是由庙底沟二期发展而来，并认为仰韶文
化中的龙山文化特点，是龙山文化萌芽的显示，后者继
承了前者。

二是重新厘定了“仰韶文化”“龙山文化”的内涵。过

去对仰韶文化与龙山文化的面貌一直未有清晰认识，多
依据典型器物特征称仰韶文化为“彩陶文化”，称龙山文
化为“黑陶文化”。但安志敏后来在庙底沟龙山层中也发
现了彩陶，并发现以前被认为属于仰韶文化的石斧，这就
说明彩陶、黑陶并不代表仰韶、龙山文化的全部内涵。结
合不断发现的考古学材料，他对两种文化都做出了新的
描述，认为仰韶文化以彩陶为突出特征，其纹饰经历了简
单到复杂然后渐渐消逝的过程，而彩陶实际上未贯穿文
化始终；龙山文化以灰陶为主要特征，后又出现轮制与蛋
壳黑陶，并且还有个别铜器。

三是对仰韶文化与龙山文化进行了进一步类型划
分。安志敏认为仰韶文化可大体分为北首岭、半坡、庙
底沟、西王村四种类型，代表了文化处于不同时间、地
域下的形态。而甘肃仰韶文化，不仅包括从黄河中游而
来的典型仰韶文化，也包括分布在甘肃、青海一带的马
家窑文化，传播范围实际上已到达内蒙古南部。龙山文
化，梁先生曾做了初步类型划分，安先生在此基础上进
一步指出其遗存以山东沿海、中原、江浙为主要区域，
遍布黄河与长江流域，已到达甘青地区。这说明，仰韶
文化与龙山文化的发展路线并不纯粹表现为自西向东
或者自东向西。

两位先生对仰韶与龙山叠压地层做出了完全不同的
解读，最终达到的学术目的也截然不同。

梁思永对后冈三叠层出土器物的解读侧重同类似
文化比较，借助已经确定文化性质的考古遗存研究新发
现的相关材料，实际上是很常见的做法，但忽视后冈仰
韶遗物与龙山遗物的联系，使他无法勘破两者真实关
系，最后采用传播、入侵等外部因素解释它们的地理分
布。不过值得注意的是，梁先生在分析龙山与小屯遗物
时能够从相似角度探讨，对仰韶和龙山却少有这样，似
乎已经默认了龙山与仰韶是同时代的两个系统，而与小
屯存在沿袭。安志敏的解读则关注器物纵向对比，主要
从器物自身演化角度解释考古遗存。他对庙底沟、三里
桥出土器物进行了整体的纵向比较，然后又将它们与其
他地区的相似遗存进行交叉比较，最终得出庙底沟（指
庙底沟二期）器物是从仰韶过渡到龙山的结论，并进一
步区分了文化内部类型。

另外，由于安特生关于仰韶文化的一系列观点在
民国初年影响较大，后续研究绕不开他。从这方面看，
两位学者对安特生的观点也表现出了不同态度。梁思
永在讨论仰韶文化与龙山文化时，基本上默认了安特
生的结论，只对仰韶文化年代做出了部分修订。而安志
敏早在 20 世纪 40 年代就已指出安特生仅依据陶器花
纹进行分期断代的不合理，后又依靠实际发现指出安
特生对甘肃仰韶文化的分期错误，以及仰韶村发掘中
存在的问题。可见安特生对安志敏的研究，产生的影响
实际上很小。

造成梁、安二人研究差异的原因是复杂的。首先，
民国前期新石器遗址与材料缺乏，使学者难以全面、深
入认识考古学文化。其次，考古学初期研究方法与理论
还未完善，学界多视其为搜集史料、重建上古史的工
具，使考古学与历史学紧密联系，很难说梁先生对后冈
三叠层的解释没有受到徐中舒、傅斯年影响。再次，梁
思永未能打破东西二元对立说而是完善了它，实际上
也是严谨对待科研的体现。因为梁先生在著作中，曾做
出过龙山器物对仰韶有承袭的推测，但最终因为缺少
更多地层学支撑未采纳。而安先生认为龙山文化年代
在仰韶文化之后，依靠的也不仅仅是器物分析，还有大
量地层学证据。

梁先生的阐释虽有缺陷，但具文明多元发展的特色，
并且后冈龙山层正是山东大汶口文化向西传播的结果；
而仰韶也确实由西而来，王仁湘等学者曾指出，仰韶彩陶
以天水宝鸡为核心。安先生的研究明确了仰韶、龙山的真
实早晚关系，引起了对文明起源中心的讨论，两位的研究
各有精彩。

（作者系安徽大学历史学院硕士研究生）

以石摞摞山遗址为代表的陕西榆林地区龙山
时期城址受黄土高原水土流失等因素影响，遗址
地貌特征变化较大，甚至部分遗迹结构因此受到
破坏而难以考证。本文借助KH-4B锁眼卫星拍摄
的石摞摞山遗址区域遥感图像，结合考古调查和
发掘资料，以遥感考古方法研究石摞摞山遗址的
空间特征，充实陕北地区史前石城的空间考古研
究方法。

石摞摞山遗址的考古发现

新石器时代晚期的陕西北部，即以榆林、延安
为核心的河套地区南部，开始出现大量依托山峁
修建的各类石城、台城和一般性聚落。这些城址和
聚落相较于同时期的平原城址，呈现出独特的形
态。选择山峁的平缓梁脊砌筑石墙或夯土墙，在山
顶台地修筑大型建筑、居址。大型城址石峁、较小
的石摞摞山等，已经具备范围相当大的区域政治、
经济中心，或小流域范围的核心聚落。

石摞摞山遗址地处陕西省榆林市佳县，位于
五女河西南岸的孤立山峁之上。2003年，陕西省考
古研究院对其进行考古发掘，清理发掘了内外城
墙，外城西侧的护城壕及其内侧的石砌护坡墙，灰
坑、窖穴、房址等遗迹，并出土陶鬲、盆、罐等龙山
时期遗物。依据考古地层和遗物确定其为龙山城
址，并有极少的商时期遗存，其城址基础结构部分
的年代则属于龙山文化早期，这是陕西境内首次
确认的龙山时代的石城聚落，为研究陕北榆林地
区龙山时期城址提供了重要信息。相较于一般的
龙山时期聚落址，石摞摞山遗址存在较为明显的
地表遗迹现象，透过遥感数据可反映城址的空间
范围和基础结构特征。然而遗址所处的五女河流
域地处水土流失严重的黄土高原，地貌受外力侵
蚀严重，因此早期的遥感影像相较于当下而言具
有更完整和丰富的遗迹线索，可在考古发掘所认
识的基础上，进一步增加对其城墙结构、遗址状况
等基本状况的观察，进而以更接近遗址较早形态
的考古材料研究，了解其背后的城址建造方法、技
术及其反映的文化内涵。

石摞摞山历史遥感数据的获取和处理

1960—1980年间KH-4至KH-9详细记录了
大规模现代化建设前地球表面的景观变迁。其中
KH-4 系列由于拍摄时间较早（1960—1970 年）、
成像质量高且范围基本覆盖全球，能观察更丰富
的地貌景观特征，因此被广泛应用于寻找“消失的
古城”，成为观察考古遗址较早时期形态的视窗。
本研究所采用的石摞摞山影像数据，则选取了
1967年KH-4B拍摄的五女河流域影像数据，包含
了遗址及其周边景观信息，可有效解译潜在的遗
迹空间线索。

鉴于KH-4B卫星拍摄时尚未出现全球卫星
定位系统，原始影像档案不具备空间位置信息。因
此需要借助当今彩色卫星影像进行对比和校准。
首先根据遗址位置附近自然地标，在KH-4B影像
中确定遗址位置，选取可全面覆盖遗址及其周围 1~2千米的景
观部分进行裁切。裁切后建议将影像调整至上北下南方向，便
于后续配准。配准则是采用Global Mapper进行，将一张具有定
位数据的卫片导入该软件后，再导入无定位源KH-4B裁切影
像后会自动弹出配准提示窗，点击“手动配准”后即可进入配准
界面，选择特征明显的地物，如河流弯曲点、山脊、山头等，在
KH-4B 裁切图幅中均匀布设 20~30 个控制点，确保配准后的
KH-4B影像不会出现大面积扭曲和畸变。最后导出配准后影
像，将其配置在地理信息系统中，即可实现古今图源对比、地形
重建、遗迹要素标记等空间计算、分析和可视化制图。相关成果
可比照考古发掘和研究的既有认知，进一步深化石摞摞山遗址
台城形态结构、空间特征等方面的认知。

基于KH-4B卫片的遗址空间考古观察

依上述方法，得到了具有地理信息的石摞摞山遗址核心区

及其周边景观的1967年遥感数据。遗址地貌整体
形态特征变化不大，但植被覆盖率较低，因此可
更全面地观察裸土形态下的遗址空间形态。山脊
和山峁坡体部分 1967年相较于当今被侵蚀程度
较小，在遗址核心区山峁顶部可见分散有较多的
石块，大部分凸起地表的结构在KH-4B影像上
可清晰观察。此外，遗址南北两侧的山峁在 60年
间已开发用作梯田，坡顶被人为削平，可能破坏
部分分散于周边山体的护坡或外围城墙。1967年
的遥感数据中大部分山峁台地尚处于未开发状
态，可有效寻找和定位潜在的遗迹空间线索。作
为陕北台城遗址基础要素的城墙和护坡墙，在阳
光斜照情况下可呈现出明显的线性阴影标记，基
于这一原理可以对早期遥感影像中的关联要素
进行解译和分析。

从 KH-4B 中观察石摞摞山遗址核心区，可
见核心区所处的山峁顶端有一处近似平行四边
形的阴影特征，山峁顶端四周靠近坡面处亦存在
较为规整的阴影标记，依据其空间形态特征和考
古简报所刊布的结果综合考虑，应为城址的内外
城墙结构。内城墙现今卫片难以观测其结构，外
墙在发掘期间可见部分位于坡面的结构，现今卫
片中特征亦较难观测。在城址核心区南侧外围区
域则可见部分不连续的线性阴影结构，依据形态
及位置推测可能是台城外围的护城墙体。此类结
构在沟壑纵横的黄土高原史前台城中较为常见，
石峁遗址和芦山峁遗址外围均出现此类依山脊
修建的城墙，作为城址外侧防护区构建起台城防
御体系的一部分。此外，在核心区东北侧坡地存
在不连续的线性阴影，疑似墙体的结构，可能是
加固结构和强化防御的护坡墙。这些设施的具体
功能以及与遗址核心区的关系还需要实地调查
进一步确认。历史卫片所观测的数据反映石摞摞
山遗址呈现以山峁台地作为核心据点，依周围山
脊修建一定范围的护墙构成城防体系。依据KH-
4B卫片所见的阴影遗迹标记，借助立体像对构建
基于历史影像的三维重建模型，可勾勒出石摞摞
山城址空间特征。

综上所述，KH-4B 所见的石摞摞山遗址可
明显观察内外城墙、外围城防体系以及位于台城
边坡的护坡墙结构。这些遗迹线索多以阴影标记
呈现，展现1960年代受侵蚀程度较小的遗址地貌
细节，进而更准确地判断城址的空间形态特征。
相较于近期拍摄的卫星影像，KH-4B 的数据可
反映石摞摞山遗址受侵蚀严重的边坡区域存在
的遗迹结构，如护坡墙，同时在台城核心区可观
察到多个黑色图斑，据早年考古调查情况和发掘
结果来看，应该是山顶散落的石块，这些石块分
布有一定的规律，可能是台城内部建筑结构遗
存。对于历史遥感数据解译的成果，除了结合已
刊布之发掘结果进行定性判断外，还需要再度实
地复查才能正式判断其属性并评估其保存状态。

历史遥感数据经解密之后是重建考古遗址
空间形态的重要线索，这些数据让考古学家拥有

“回到过去”的能力，观察和分析接近遗址较早形
态的空间信息。从KH-4B影像分析，石摞摞山遗

址城墙和护坡墙在影像上的特征较为明显，通过立体像对进一
步构建具有三维形态特征的数字沙盘，可更直观反映1960年代
石摞摞山遗址的地貌特征，进而深入研究遗址的空间形态特征
及其背后的考古学内涵。以KH-4B为代表的历史遥感影像，给
石摞摞山遗址等陕北地区龙山时期城址研究提供了来自空间
遥感学科方面的新视角。历史遥感数据不仅拓展了遗址研究的
空间维度，还赋予遗址空间考古的时间维度，让空间考古与传
统考古有机融合，有效解决考古学问题。不仅如此，透过古今航
片对比，可以辅助考古学家评估遗址赋存环境的古今一致性，
进一步评估遗址本体保存情况、与周围景观的相互关系等信
息，促进陕北地区史前城址的考古研究与保护利用。

附记：写作过程中，得到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研究员、西北大

学文化遗产学院特聘教授张天恩及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研究员

丁岩两位老师的指导与帮助，谨以谢忱。

（作者单位：兰州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
院 国家文物局考古研究中心）

“发掘古物为国立学术机关之独有权”的确立考证
曹文哲

东西二元对立说的形成与推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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